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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鶴見祐輔『後藤新平 第 1 巻』（勁草書房，1965 年）
92-93頁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900 年 3 月 15 日，總督府以清領時期生員以上的台灣士紳為對象，在台北淡水館舉行第一次「揚文會」。
會前以「修保廟宇」，「旌表節孝」，「救濟賑恤」為題，廣徵 72 名與會台人士紳們的意見。開會當日則由兒玉
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先後以台灣總督與民政長官的身分發表演說，對台人士紳們宣揚日本重振台灣文教的企圖，
與帝國近代教育的優越性。正如諸多先行研究已再三闡明的命題：總督府以模擬前朝，百官朝聖般的方式舉
行揚文會，其目的不外乎是為了收編人心，懷柔舊知識階層，好重新確立新政府在異地台灣的正統性。這點
已成學界定論。耐人尋味的是，在揚文會的共同空間下，日方總督府官員們所闡述的「文明」概念，與台人
士紳在東洋儒家社會薰陶下所描繪的「文明」想像，實各自指涉不同的意涵。
誠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重點，台日之間的同文性，乃締造此「美麗的錯誤」的重要關鍵。儒學思想與漢詩文
書寫能力的共同背景，使總督府聰明地透過漢詩文與儒學的同文傳統，達成統合殖民地的策略。然而，從日
本儒學發展的歷程看來，江戶時代到幕末，在「陽朱（熹）陰王（陽明）」的影響下，日本志士們對儒學的理
解，逐漸出現內在意涵的轉變（從幕末志士蜂起的心理變化即可窺得其中端倪），這點與清朝強調科舉文化的
朱子學思想已有差距。透過後藤新平演說內容的涵義與吳德功觀後感所表現出的理解，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存
在一種交錯式的「誤讀」，這種誤讀不只存在於台人士紳對天皇意識型態的認知闕如，更表現在兩者因社會思
想背景（儒學的分化）的根本差異而對「虛文」態度不同：後藤主張徹底根除傳統教育制度，吳德功卻樂觀
地認為後藤的教育主張僅僅是「以維持為前題的改革與修正」。這種虛文觀的差異，導致兩人雖然初期可以在
「同床異夢」的狀態下取得共識，但隨著時間推展，傳統教育只會一步步退出國民教育之外，吳德功所期待的
願景也始終不可能到來。
1900 年植民地台湾の「揚文会」に潜む二つの虚文観―後藤新平と呉徳功をめぐって―（許 時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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